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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情境下的风险治理：问题、挑战及趋向
——关于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的探索

张成岗

摘 要 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我国风险治理体制及能

力提出了极高要求。提升风险治理能力，促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治理，既要厘清该类

事件背后隐藏的风险观念误区和认知性缺陷，更要探究风险治理的短期策略及长期路径，为

系统治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难题提供全面支撑，进而达到风险治理现代化的长期目标。现代

性是建立秩序的过程，其中隐含着风险不确定性悖论。在本体论意义上，风险是实体论和建

构论的统一；在现代性控制逻辑推动下，控制风险的行动内含着更大范围风险的可能性。面

对全球性风险，着眼于局部地区的地方性风险规避路径已经失效，应当完善多元主体在风险

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协同机制，通过新兴技术赋能疫情风险防控，构建有温度的政府治理体系，

实现风险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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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一直推崇“变化”和“新意”，西方社会对变革性、新颖性和现代性的追求，与对新

的进步的渴望相结合构成了治理理论兴起的思想史背景；西方福利国家的政策危机、国际两极格局消失

与新秩序的逐步形成构成治理理论登场的历史背景。西方的社会治理理论经历了由传统的官僚行政到

新公共管理，由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再到新公共治理的演变历程。1976年，在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Olsen）出版的《组织中的二重性与选择》中，有文章题目首次使用“治
理”，文章内容涉及大学组织中的决策。1989年世界银行对非洲情形的描述中开始使用“治理”一词；随
着社会治理实践不断丰富，治理进入公共政策分析领域，成为经济学、公共管理、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多

学科的研究主题，在世界各国的政府实践与学术领域均得到了广泛发展与运用。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治理”出现在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的著作《联合民主：经济与社会治
理的新形式》中，用以阐释通过民主化以及向社会与公众赋权来解决大政府过载的问题。西方社会治理

研究最初属于社会政策研究范畴，公共卫生领域的关注点主要包括对医疗及其风险的社会治理研究 [1]

（P1273-1284）、社区医疗案例比较研究 [2]（P135-154）、欧洲后福利国家社会责任 [3]（P244-265）、社会
福利和卫生保健的社会治理 [4]（P45-64）、社会政策改革 [5]（P129-142）等。借鉴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理
论，结合公共卫生特点，国外开展了大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和应急理论的研究 [6]。在公共卫生

应急能力建设层面，国外对各个医疗卫生机构的应急能力、各级机构之间相互关系进行了反思，社区卫

生中心、社区卫生工作者、灾害脆弱性群体等得到持续关注。比如，Khan等人关注了基层公共卫生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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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对公共卫生体系、医院、社区卫生中心等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准备和应对能力

进行了研究 [7]（P1344）。
人类的生命安全与健康疾病问题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是多学科关

注的交叉领域。随着全球连通性增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健康风险不仅影响特定国家或区域，而且还

会超出该区域“嫁接”给附近或者较远的地区、国家和群体。伴随着人类面临的风险挑战形态与影响日

益广泛、多元和复杂，诸多公共问题和集体行动困境破解都涉及“共受风险”与“协同行动”问题。在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情形下，人类应当如何面对这种百年不遇的巨大灾难，如何在科技支撑、文

化诠释、伦理规约、社会治理、法治保障等各方面作出最好的回应，以减低病毒感染带来的诸种创伤，无

疑是我们当下亟须检视、反省和回应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对特定疫情产生于其中的文明及其风险运行逻

辑进行反思，对现代性秩序构建中产生的风险悖论、晚期现代性阶段的风险陷阱、全球化时代的风险规

避与风险共生、面向后疫情时代的风险治理模式重构等进行探索和诠释，以洞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后

的风险社会本质及特征，为在更深层次理解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及其治理提供方向性启示。

一、风险社会成为国家治理亟须面对的新常态

风险灾害相伴于人类社会进程，公共卫生事件具有传染性、隐蔽性、复杂性、紧迫性等特性，一旦暴

发，其影响力、辐射力与破坏力较为严重，不仅关系到公众个体生存生活状态，而且影响到地区甚至国家

的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以全球化、社会自反性的强化、非传统社会

形式聚集、新兴风险和传统安全交织等为主要特征的“晚期现代性阶段”。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经历着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风险构成了我们时代的重要特征，风险会给利益相关者造

成健康、安全、财产等多方面损失。在风险全球化时代，风险社会正在构成国家治理亟须面对的新常态。

随着社会领域逐渐成长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核心领域，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领域创

新、关注基层社会治理和领域细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必须回应

的重要课题。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研究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
问题、新挑战，如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新时代国家治理重要任务。风险治理行动要确保风险本身

内涵的不确定性不能被解散或被解构，而只能被有意识地接纳。风险社会是政府、公众和社会共同面临

的治理情境，每个行动主体都有参与风险治理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增加社会互动，建

立起社会治理共同体成员之间互信、互赖、互惠的良好基础。作为国际关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对我国风险管理体制、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该事件既是对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也为我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契机。疫情防控效果以

及能否最终战胜疫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整个社会的风险治理能力存量以及在灾害情景下激发的风险

治理能力增量。

与 2003年非典疫情相比，我国政府在应对措施、统筹能力等方面均有很大进步，此次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防控中也暴露出我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任重道远。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

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提升风险治理能力，促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得到有效治理，既要厘清该类事件

背后隐藏的风险观念误区、认知性缺陷和根源性诱因，又要从多重维度探究该类事件的风险治理中应当

采用的短期策略和长期路径；既要通过合理机制设计实现治病救人、疫情防控等短期目标，又要立足长

远达到全面认识新冠病毒根源、洞悉防控规律，系统全面治理具有极强外部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及其造成

的全球性困扰，进而达到风险治理现代化的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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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性：秩序社会构建中的“确定性难题”

我国正处于新全球化、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社会转型发展“三重叠加”的历史交汇期，公共卫生、安全

和环境等风险事件日益增多，风险构成了我们时代的重要特征，“当代社会出现的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全

球性的、不可逆转的”[8]（P83）。尽管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各个民族历史发展进程多种多样，每种文明在其
发展过程中都在经受瘟疫和疾病的挑战却是一个基本事实。欧洲的“枪炮、传染病、钢铁工具和工业制

成品”一度被视作欧洲人征服其他民族的直接因素，“在征服战争中同样重要的是在驯养动物的社会中

演化的病菌……驯养动物的人成了这些新演化出来的病菌的第一个受害者, 而这些人接着又逐步形成
了对这些新的疾病的强大的抵抗力”[9]（P73）。人类文明是在一次次与瘟疫斗争以及一系列危机事件应
对中不断成熟和发展的，应当从文明演进和全球治理角度来理解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审慎

地反思特定疫情产生于其中的社会及文明运行逻辑。

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在风险中生存和发展的历史。风险语境构成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常态化条件，鲁曼

在《现代性的观察》一书中曾经指出，既不是必然的也并非一定不可能的“偶然性”是现代社会最显著

的特征之一，因为它是现代社会无法避免的常态。我们正在进入“高风险社会”，在社会变迁越来越不可

预测，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时代，现代性本身便是一种“风险文化”。在社会学意义上，米歇尔·迪恩认

为，风险经常被置于对现代性的总体勾画和叙述中得到理解,是人类当前社会形态下本体状态的一个重
要特征，风险是社会类型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进入“风险社会”的议题之中。他
进一步指出，在治理意义上,风险是“与我们如何进行治理有关的措施、技术和理性混合体的组成部分，
在这里,风险是可计算的理性，与管制、管理和规范人类行为的各种技术有关”[10]。

通常认为，源自 16世纪晚期欧洲的现代性诞生是人类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现代
性意味着一个不断变化和求新的过程。欧陆学者关于现代主义的早期理论肖像包括“动态的”艺术、理

性的“生活机器”等内容。受美国作为现代主义符号的电力系统、汽车工厂、管理组织等启发，欧陆学者

对“现代”运动进行了理论思考：对他们来说，秩序、规范、系统、控制等价值构成了现代主义。尽管现代

性视域下“控制逻辑中的未预料后果”的风险概念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并不是以“风险”的词汇呈现出来，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已经开始描述了一个弗兰肯斯泰因社会，在其中工业资本主

义社会失去了控制并开始威胁到现代文明和人类自身 [11]（P37）。
现代性根基于三种力量，即民族国家、科学技术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其核心是为改善和提高生活

水平而努力，而且每个人都有参与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权利和能力。在《现代性与矛盾性》里，齐格

蒙特·鲍曼在更为广阔意义上讨论了现代性对秩序追求的社会后果。他认为，如果说传统社会是“没有

理性反思的时代”，那么现代性则意味着人类进入一个特定时段，在此时段，“思考秩序”开始成为人类的

紧迫任务。西方现代性是一种不可抑止的向前行进过程，表现为“对事物秩序进行感知的性质”。现代

性任务就是“建立秩序的任务”，社会发展是不断从混乱和无序走向秩序和确定的过程，在社会发展中

“只要存在分为秩序和混乱，它便具有现代性，只要存在包含了秩序和混乱之抉择，它便具有现代性”[12]

（P11）。
建基于理性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是赋予世界以结构、控制或然性、限制或消除随机性的过程。在现代

性世界里，专家采用理性的方法，依靠其科学知识来操纵世界以产生可观效益。世界碎片化是现代性的

最大成就，矛盾性（ambivalence）是现代性的终极产物，是将某种客体或事件归类于一种以上范畴的可
能性，是一种无序状态，是一种我们感到的极度不适的情形，是在语言应当发挥语言功能之处语言功能

丧失的状态。秩序和失序往往相伴而生，追求秩序必然产生混乱 [12]（P5）。
文化是建构世界的积极过程，鲍曼认为，如果说社会是由人类选择塑造的，那么社会学角色就是解

释文化的性质，说明人类选择扮演的角色，而社会学家主要任务则是探索和确定在社会中存在的人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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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空间。在晚期现代性阶段，不安全感笼罩着人类社会生活，“现代性的主要成本是具体的人类存在为换

取安全感所付出的高额代价”[13]（P166）。现代性是“一种危险文化”，现代社会被描述为“风险社会”，现
代人在享有前所未有选择自由的同时，又被抛入一种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 [14]。现代性的不确定性具

有两重维度：风险本身的不确定性和缺乏风险管理产生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规则框架去引导行动者的

选择，预测选择的后果将会变得十分困难。最大自由和最大安全通常不会在同一包裹中投寄出来，高水

平的自由通常意味着低水平的安全；高水平的安全意味着低水平的自由。进行自主选择的演员数量越

多，预言选择的结果越困难。伴随着诸多公共问题治理中“政府失灵”的出现，“保姆政府”正在许多领域

里放弃自身责任，当民族国家的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的广大区域解除管理时，也会产生很多麻烦，“与不断

增加的自由选择同时出现的是不断减少的对任何一种选择的结果的控制和预测”[13]（P26）。
风险社会是当前社会治理亟须适应的新常态。在现代社会，已建立的风险计算的理论基础遭到了破

坏，传统的统计学和数学计算已经不能在现代风险计算中发挥作用。由于风险实践的高度复杂性和其本

身固有的不确定性，正如贝克所言，“任何专家都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计算和控制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

可能危害而形成的风险”。现代社会的风险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风险”,风险源于人们的重大决策,并且
是“由现代社会整个专家组织、经济集团或政治派别权衡利弊得失后所做出的决策”[15]。

三、风险陷阱：晚期现代性阶段的风险控制困境

风险来源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化。人类的风险意识历史久远，

在远古时代，原始人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和抵御野兽侵袭，制造了石器和木器，作为生产和安全的工具。半

坡氏族很早就知道在自己居住村落周围开挖沟壕来抵御野兽袭击；大禹治水和都江堰工程均是我国劳

动人民对付水患的伟大创举；公元 132 年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为人类认识地震做出了重要贡献。现代的
风险概念不仅指生产和生活中“遇到危险的可能性”，经过长期的历史演进，其内涵随着人类活动的复杂

性、深刻性、不确定性也逐步被深化，被赋予了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政策学、文化研究等更广泛更深层

含义，与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相互嵌入、与人类的决策和行为后果紧密关联。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

赋予“风险”以社会学含义：“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

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16]（P118）
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基于自己决定而造成的不可预见后果具有可预见性，从

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 [16]（P118）。
自 1986年以来，贝克发表了包括《风险社会》《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世界风险社会》《再论风险社
会》等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从现代性和文化维度对风险概念本质进行系统阐释。贝克在早期从生态环境

与技术关系维度切入，把风险定义为技术对环境产生的威胁，在其后续学术推进中，他不断扩大风险概

念适用范围,使之与反思性现代性理论及文明论联系起来，从而抽象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风险
是一种应对现代化本身诱致和带来的灾难与不安全的系统方法。与以前的危险不同，风险是具有威胁性

的现代化力量以及现代化造成的怀疑全球化所引发的结果。它们在政治上具有反思性”[17]（P21）。
从根本上来看，风险既是一种物质性存在，也是一种开放性社会建构。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但只

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主要生产者，风险逐步结构化，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随着

人类活动频率增多，活动范围扩大，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影响力大大增强，现代社会的风险

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风险占主导。人类具有冒险和寻求安全的双重本能，作为现代性

社会核心构架的科层制与市场制度为这两种矛盾取向提供了实现环境和框架，无论是冒险还是安全取

向的制度，其自身同样具有内置性风险，也就是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即制度化风险。

在本体论意义上，风险是实体论和建构论的统一，作为社会生活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后果，风险社会

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种基于趋于理性计算的社会心态。风险是“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未来后果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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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方式”,而这些后果是“彻底的现代化产生的意料之外的后果”，风险已经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力量”、
一种造成传统政治范畴过时的话语体系，是一种“虚拟的现实，现实的虚拟”[18]（P136）。风险概念反映
了一个位于安全和毁灭之间的特定的中间地带，对风险威胁的感知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正是文化

感知和定义构成了风险，“风险”与“（公众）定义的风险”就是一回事 [19]（P322-323）。
现代性是一项由国家实施社会控制和技术控制的项目，在控制逻辑推动下，人们逐步发现许多限制

和控制风险的努力正在变成更大范围的不确定性和危险，安东尼·吉登斯将其称之为“人为制造的不确

定性”。在新的不确定性面前，人们发现以科学的方式考察风险的概念（风险 =事件 ×概率）时，风险就
会以概率计算的形式出现，而这并无法排除最坏情况的发生。在现代性高级阶段，风险概念开始指向了

一种独特的“知识和无意识的合题”，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着风险陷阱挑战。现代人类控制自然的行为通过

技术力量和人类僭越转化为了长距离行为，“与培根通过科学技术统治自然的力量的观点相伴的灾难的

危险不是来自这一观念履行的不够，而是来自这一观念履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20]（P140）。
人类为何会遭遇风险陷阱或者说风险悖论？历史地看，在现代性初级阶段，由于工业技术发展所导

致的现代性社会中的“好处”稀释了对风险的恐惧和批评，使得风险合法化并嵌入到制度决策内部，而残

留风险的存在在更长远意义上进一步加剧了风险。在高端现代性阶段，残留风险已经超出社会控制，由

此我们遭遇风险社会悖论。譬如，在环境风险治理中，尽管国家已经制定了环境法，但环境破坏问题仍

日益严重；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但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现象并没

有得到根本改善，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的扩大增加了人类与未知病菌接触的风险，我们仍在经受着源自野

生动物的病毒侵害。

风险陷阱意味着一方面，基于传统的已有知识经验的风险认知、评估、决策和行动并不可靠，甚至

还会带来更大风险。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众多的存量知识正在成为新风险发源地，知识为我们带来了风

险。另一方面，知识缺乏或者说对于风险的“无知”“无意识”导致了更深层的风险恐惧。换句话说，在处

理“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时，一方面我们把拥有确定的知识作为风险抗衡工具意味着对风险的忽视，会

使风险更加超出控制范围；另一方面缺失知识与风险对抗又会加重风险恐惧，因此我们正在遭遇风险陷

阱。风险只会建议我们不应该做什么，而不会给予我们应该做什么的建议。面对风险，无论是无所作为

还是回应过多都只会使风险进一步增强。因此，有时候专家并不能都成为风险应对中的依赖，“这些风险

迫使每个人都为自己决策”，而这些决策根植于自身的风险感知，在此意义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风险

专家 [19]（P328-330）。

四、全球化时代的风险规避和风险共生

现代性是一个双重和双向的过程，既是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又呈现为全球化和地方性之间的平衡。

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晚期现代性”阶段，促使“简单现代性”向“反思性现代性”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全球化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对病菌来说，另一件好事是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这些贸易路线把

欧洲、亚洲和北非有效地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9]（P212）。按照吉登斯理解，所谓全球化，首先
指的是全球交往体系的形成，在这样一个交往体系中，时空边界进一步拓宽，个体和集体的生活领域大

大开放，个体行为都与全球发展处于紧密联系之中。在全球化进程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个体与

社会、本土与全球、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之间形成一系列张力关系，“美国人周游世界和外国人移居美国

的迅速增多，正在把我们变成另一座熔炉——这一次是病菌的熔炉，而这些病菌我们原先认为不过是在
遥远的国度引起一些古怪的疾病而未曾予以理会”[9]（P213）。相应的，在现代性早期阶段被合法化的潜
在副作用和残留风险也正在日益全球化，成为公众批判、科学审查、风险治理的主题。

现代风险出现在地理上的特定区域，具有地方性特征，同时还具有非特定性、普遍性、全球性特征，

其形成有害影响的途径往往是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在传统观念中，安全危机被认为总是发生



· 142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在治安不好的地区，健康风险被认为总是发生在卫生基础设施和医疗条件不好的地区，环境危机被认为

总是发生在那些肆虐掠夺自然资源的国家与区域，污染风险被认为可以随着大型化工厂的迁移从发达

国家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趋势下，等级式风险分配逻辑正在被打乱和失效，随着风险扩大，会

出现风险分布平均化的局面。新风险与全体人类休戚相关，其全球性主要表现为影响范围的全球性与解

决方案的全球性 [11]（P222）。
现代的新兴风险与传统风险已经有很大不同，它是针对全人类的全球性风险，是现代化自身的风

险。任何非西方社会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必须朝着现代性方向发展，同样，现代性必须在与地方文化传

统的互动和对话中才能获得其生存空间。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直接威胁，甚至会影响人类作为

一个物种的存在。风险全球性的、常常是无法挽回的损害后果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金钱赔偿概念的失

效，导致对后果进行预想性监控安全概念的失效，使源于某地的风险事故倾向于成为“开放结局式的狂

欢”，对风险进行计算的理论基础被废除了 [21]（P527）。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健康风险不仅会影响到某些特定国家或区域，而且还会超出该国家或区域传

播到附近或者较远的地区和群体。全球化使得过去认为没有关系的独立事件发生了关系，“相互依赖的

增强，意味着一些不幸事件的发生会产生更大的伤害性”[22]（P157）。现代风险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地域
和空间限制，单一系统的“安全边界”正在消失，各系统都难以“独善其身”，某个微小的地方性不利风险

因素经过社会放大可能会在其他区域或国家引发巨大传播风险，带来更大范围的错误叠加与连锁反应。

通过特定的传递机制，风险会被传递和转移给其他没有直接受到影响的人群，有些风险比如核辐射等，

尽管在受害人身上可能暂时没有显现，但可能会影响子孙后代的生命健康。在风险命运共同体中，作为

未来者的子孙后代是风险影响后果中软弱的、无力的他者，未来人一直被保持在行为接受方的位置，不

能阻止我们去做我们认为值得做的所有事情，当代人是唯一的行动主体。

2020年 3月 11日（日内瓦时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进入全球大流行状态，这意
味着疫情已经出现全球或极广泛区域的传播。面对风险的全球性，仅仅着眼于部分群体和局部地区的地

方性风险规避路径已经失效，所有风险规避和转嫁之路都已堵塞。面对风险人们无处可逃，唯一的选择

就是大家一起行动起来面对风险，共同参与风险治理，在风险共生中把握机遇和未来。在风险全球化时

代，由于风险行为的社会和经济外部性，一些人或一些国家所采取的风险管理行动可能会给其他人、其

他国家造成损失。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疾病快速传染扩散的突发事件，国境已然不是阻止病毒传播的

屏障，单靠一国政府部门很难有效控制疾病在全球蔓延。世界各国是密切相关的，在疫情防控中，只要

有一个国家失控，全球战疫就不会结束。通过本次事件，我国应该积极倡导或主导去建立全球公共卫生

事件治理体系，因为唯有有效的全球合作和多元协同才能使疫情真正获得有效管控。

五、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的挑战及趋向

从 2003年 SARS疫情重创到 2013年 H7N9疫情蔓延，再到 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直在考验着政府公共卫生管理的综合运作体系和整个国家风险治理能力。近年来，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管理逐渐成了公共卫生和应急管理两个学科的结合 [23]。

管理风险是备受世界关注的治理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24]（P218），管
理风险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法，是促进发展的有利工具；管理风险本身就是一种发展的力量，

通过风险管理可以拯救生命、减少损失、释放机会、防止发展受阻或中断。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依旧

处于全球流行状态，在全球性风险面前，没有国家或地区可以幸免；尽管各国会因国情、制度、观念、应对

条件和能力禀赋等因素不同，在防控方式、策略及模式上呈现出诸多差异，但应当成为共识的是：团结合

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的最有力武器。在应对全球公共危机的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

重要性更加凸显，团结在“风险恐惧”周围的人类社区应当团结协作，携手应对疫情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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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疫情防控中采用的新举国体制在面对突发疫情时，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决策

部署，在短期内紧急调配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执行对城市和交通管制等方面的应急措施，体

现出各个社区的有机凝聚力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关键情境下表现出的守望相助。应当说，中国的疫情治理

体系是全方位的立体化网络，遍布全国的医院筛查网络，覆盖全社会的社区管理网络，联防联控，全民积

极抗疫。目前中国已经取得了全国抗疫的阶段性胜利，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各地开始稳步复工复产。在

富有成效的疫情社会治理体系背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着的诸多挑战也不容忽视。

挑战 1：社会治理能力需求和供给匹配性的挑战。处于时空压缩和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其社
会发展转型也呈现出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思潮共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并存的特点。

不同风险挑战、不同社会矛盾在同一阶段发生，有时会出现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相对合理又相互对

立的情形，社会治理面临着极大复杂性，社会治理共同体能够供给的资源及能力与社会治理问题解决的

巨大需求之间存在着匹配性的严峻挑战。

挑战 2：风险不确定性对社会治理稳态特征的挑战。全球化趋势消除了风险边界，使得风险超越了
地区和空间限制。西方既有社会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学说无法对在全球日益扩展的本土化风险实

践提供合理解释，基于控制逻辑之上的风险治理策略已经不能奏效，在治理操作层面依旧沿用的传统风

险决策和行动模式与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风险实践之间不匹配将导致风险治理困境，进而会带来

治理失效的多重效应。

挑战 3：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及可持续性挑战。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面临诸多挑战的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在社会治理弱化甚至缺位条件下政府承担过多角色而导致其治理系统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

变差。机构间的畅通合作对于应对突发卫生应急事件至关重要，多机构之间应具备相互信任的伙伴关

系 [25]。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不仅需要从制度建设角度对各国疫情应

对加以考察，更要结合社会治理实际需要，关注社会治理共同体多元主体如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

下协同发挥作用。

挑战 4：常态转换为应急态的社会治理机制亟待完善的挑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展过程具有动态
性，总体可划分为常态、常态转向非常态、非常态、非常态转向常态四个部分。社会治理是常态，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是非常态，如何构建社会治理常态与应急态转换的有效机制、确保社会治理模式在平时实现

有效组织的常态化、在突发事件中又能发挥关键支撑作用，同样是社会治理亟待回应的挑战。

社会治理既是一种宏观治理结构，更是一种微观操作实践。社会治理要与特定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基

本矛盾相适应，社会治理体系应当是适应特定“风险性质”和“环境特征”的整合型社会治理结构。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

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

出要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面向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既要

做到“基层下沉”，构建以市域社会治理为着力点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又要关注“领域细化”，为适合中国

国情的风险治理和应急管理体系构建提供全面支撑。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建设，应当注重以下维度：

首先，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既要做到“基层下沉”，又要关注“领域细化”。应当加强风险研究与社

会治理领域交叉研究，丰富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政策工具箱、深入优化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制度，弥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治理这一交叠领域的理论赤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亟待被纳

入社会治理研究视域，要注重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靶向治疗”和“精细化方案”，在全面分析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风险本质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其社会治理体系及建设路径，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领域社会治理

研究薄弱具有“补短板”作用。风险治理的精细化进程需要推动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融合发展，形成高

效的危机时期和常规时期的转换机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能防范化解的风险应尽量避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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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国家治理阶段。

其次，推动社会治理研究范式从描述性、倡导性研究向关注动态适应性社会治理体系的“规范性研

究”和“行动性研究”并重转换。社会治理共同体应当形成合力，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治理为

出发点，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建设的系统性行动方案，为社会治理增加公共卫生服务

能力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模块，实现社会治理研究从以往静态的描述性、倡导性研究范式，转

向关注动态适应性社会治理体系的“规范性研究”和“行动性研究”并重，还应从“科技支撑”维度，努力回

应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对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机遇与挑战这一新议题。

第三，社会治理建设要与特定阶段国情和社会基本矛盾相适应，社会治理体系应当是适应特定“风

险性质”和“环境特征”的整合型社会治理结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种非传统风险。在新冠疫情防控

战疫中，不但要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病毒的医学和科学属性，还要系统分析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的社会治理属性和应急管理属性，探索适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展规律的社会治理理论，在社会治理

领域强化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维度的研究。

第四，通过风险管理促进风险韧性构建，推进以责任为核心的合作式治理，完善多主体在风险治理

中发挥作用的协同机制。面向未来的风险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通过新兴技术赋能疫情风险防控，重建

社会信任、构建有温度的政府治理体系，以国情为基础，设计适合中国特点的合作式社会治理模式，为后

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整合性的治理方案和风险处方，提供一种多于各方加总的合超效应，可以“藉

由跨域伙伴而促使政府政策创新与变革意愿”[26]（P3-8）。在疫情防控中，既需要政府用行政手段遏制
疫情扩散，也应关注国家法治体系下政府、市场、网络三种治理机制的完善，给各种社会力量营造创新空

间，激发社会动能，赋能各级决策者、社会和市场力量，以提升社会活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总之，面对后疫情时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我们必须远离浪漫主义，固守理性立场。在自然面前，人类

既不能过高地估计自己消除偶然性的应对方案，也不能寄希望于理想化的宗教式救赎，从而放弃抵抗和

治理努力，更不能轻蔑地忽视风险，借此来麻醉自己。面向未来，我们应该直面风险，沿着风险感知、风

险治理、风险共生的道路前行，团结合作，携手抗疫，走向以责任为核心的合作治理。面对风险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必选项，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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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Disaster: Problem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On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Zhang Chenggang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ed pneumonia epidemic, a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has raised a
high demand for China’s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risk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we should not only clarify the hidden
risk concept errors and cognitive defects behind such incidents, but also explore the short-term strategy and
long-term path of risk management, so as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support for the systematic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Modernity is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order, which implies a paradox of risk
uncertainty. In the sense of ontology, risk is the unity of substanti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Under the promotion
of modern control logic, the action of risk control contains the possibility of a wider range of risks. In the face
of global risks, the local risk aversion path focusing on local areas has failed. Therefore, we should improve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of multi-agent in risk management, enable epidemic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rough
new emerging technologies, build a governance system full of hommization, and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Key words risk; uncertainty; modernity; post-epidemic era; social governance; risk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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